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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世紀閩南海商的興起

與媽祖信仰的傳播

* 莊國土，歷史學博士，廈門大學博導、教授；現任國家重點社科研究基地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院長， 兼任

世界華人研究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大陸唯一）、中國華僑歷史研究學會副會長、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副會長、中國世界民族學會副會

長、中國東南亞學會秘書長。 1986-2001年期間擔任荷蘭國立萊頓大學歐洲擴張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員、荷蘭皇家科學院高級人文研

究院（NIAS）聘任研究員、意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亞洲研究系客座教授、荷蘭國際亞洲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臺灣暨南國際大學和

臺灣東海大學聘任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本文係作者應邀參加2001年10月澳門媽祖文化旅遊節舉行的“媽祖文化研討

會”（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主辦）所提供的論文稿。

福建政治文化、學術思潮、宗教信仰等向來仰中原傳統文化之鼻息，亦缺乏兩廣、湘楚文化之進

取銳氣和挑戰精神。媽祖信仰可能是唯一的由福建地方崇拜發展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信仰。雖然福

建的政治影響力和學術文化在全國的地位向來乏善可陳，但閩南海商卻主導中國海外貿易與移民活動

數百年。對媽祖信仰的廣泛傳播，學界多強調歷代朝廷的封銜作用。本文探討閩南海商崛起及其與媽

祖信仰傳播的因果關係，試圖解釋何以弱勢的福建民間崇拜竟能發展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信仰。

在全國居重要地位。至南宋期間，福建經濟、文化

發展已是國內前列。（1）福建經濟發展成為宋代泉州

港繁盛和閩南海商集團崛起的物質基礎。

南宋期間，泉州與廣州作為中國主要貿易港的

地位開始逆轉，泉州貿易規模呈趕超廣州之勢。究

其原因有二：一是宋室南遷杭州，福建距政治中心

更近，部分宗室遷到泉州，朝廷對泉州的政治、經

濟地位更為重視。二是南宋發展與高麗等東北亞地

區的貿易，泉州在溝通東北亞和南海貿易方面佔有

地理優勢。到宋紹興年後期，泉州的市舶收入與廣

州相當，表明泉州港貿易規模已和廣州並駕齊驅。

在南宋最著名的關於海外貿易與海外地理名著《諸

蕃志》中，凡載中國與海外各國的航線、距離、日

程、方位等，多以泉州為基準。（2）儘管這也可能是

因為著者是泉州市舶司提舉，但泉州為中國最重要

海貿基地之一卻是不爭之事實。到元代時，“泉，

七閩之都會也，番貨遠物，異寶珍玩之所淵藪，殊

宋元時期：閩南海商的崛起

閩南海外貿易的重大發展時期始於五代。閩國

統治者勵精圖治，發展海外貿易裕國。在五代十國

戰亂紛攘期間，保持福建三十二年的穩定發展時

期，奠定閩南海外貿易的發展。閩國先後治泉州的

王延彬、留從效和陳洪進均獎勵海外貿易，積極招

徠蕃商。黃巢起義軍對廣州蕃商的大屠殺，是五代

時期蕃商、“蠻舶”大批前往泉州的重要原因，也

造就閩南海外貿易發展的先聲。

兩宋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步入黃金時

期，不但商品經濟發達，人口迅速增長，而且各項

科技發明層出不窮，是當時世界經濟、文化、技術

最發達的國家。福建的開發也突飛猛進，茶、甘蔗

等商品作物種植；瓷器、棉布、絲綢、造紙等手工

業商品生產；採冶金、銅等礦冶業和造船業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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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別域，富商鉅賈之所窟穴，號為天下之最”。（3）

根據元代最著名的海貿和海外地理名著《島夷記

略》載，當時與泉州通商的海外國家與地區達九十

多個，比《諸蕃志》所載多五十多個；輸出商品種

類也多出數十種（4），泉州海貿規模與地位超過廣

州。當時遊歷泉州的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其遊

記中認為：“刺桐港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

商人雲集於此，貨物堆積如山。”（5）

對閩南海商崛起具有重要意義的尚有宋代漳州

港的興起。漳州通蕃舶可能始於五代，北宋時朝廷

已在漳州設“黃淡頭巡檢”，維護航道安全和招徠

海舶，民間海外販運活動頻繁。雖然漳州的海貿規

模不及廣州和泉州，但對閩南海商、尤其是漳州地

區海商的成長有重要意義。

隨宋元時期以泉州為中心的閩南海貿繁榮而來

的，是閩南海商集團的興起。閩南地區掌控和從事海

貿活動的商人主要為三類：蕃商及其定居泉州的後

裔、外地商人和本地商人。隨妷蕃商與外地商人的本

土化，與本地商人合流，形成閩南海商集團。 在北宋

年間主導泉州對外貿易的可能主要是蕃商。明人張燮

說“市舶之設，始於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國”（6）。

直到南宋時期，蕃商及其後裔仍是閩南海貿鉅擘，如

蒲羅辛、羅智力、施那幃、蒲亞里、蒲壽庚等。這些

蕃商有的是應宋朝廷招徠（蕃商生意的抽直達30萬貫

者，可授官職承信郎），“每歲以大舶浮海往來”，

著名者如：佛蓮，波斯人，蒲壽庚之婿，為泉南著名

回回鉅商，“凡發海舶八十艘”，家貲“珍珠一百三

十石，他物稱是”（7）；大食蕃商施那幃“喬寓泉南，

輕財樂施，作叢塚於泉州城外之東南隅，以掩胡賈之

遺骸。”（8）以回回商人為主的定居於泉州的蕃商成千

上萬，“胡賈航海踵至，富者貲累鉅萬，列居城

南”，形成蕃人巷（9），泉州現在的蒲、郭、丁、白、

鐵、金等姓多是其後裔。泉州有專門的蕃商墓區，至

今仍在，現稱為“伊斯蘭墓地”，是旅遊點之一。元

末泉州穆斯林教派什葉派和遜尼派（蒲氏為首）衝

突，關南門相互廝殺，傷亡數千人。泉州最有名的回

回商人是蒲壽庚，其向背竟然關繫宋朝的存亡。蒲壽

庚善海貿，1274年平海寇有功，授福建招撫沿海都制

使，“擅蕃舶利三十年”，致產鉅萬，家僕數千，成

為官商合一者，與後來的鄭芝龍相似。南宋小朝廷企

圖依靠蒲壽庚財力物力繼續抗元，陞其為福建廣東招

撫使兼福建提舉市舶，總海上事宜。蒲壽庚降元後，

受封為福建行省中書左丞，權勢炙天，在海外貿易上

更是獨佔鰲頭。

儘管由於歷史和現實政治原因（如元朝對色目

商人的偏愛），宋元時期鉅商多為蕃商及其後裔，

但泉州本地海商群體的迅速成長更為引人注目。除

朝廷朝貢貿易外，海上私商貿易仍以散商為絕大多

數。他們雖然資力微薄，但人數眾多，散商在“海

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商人分佔貯貨，

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10），慘淡經

營。隨妷海外貿易的發展，假以時日，泉州本地也

逐漸見大商家輩出。

閩南海外貿易興起於五代，盛於宋元，儘管與

中國其它港口一樣，蕃商很大程度掌控了海外貿

易，但也推動了閩南本地海商群體的崛起。閩南海

商包括本籍商人、定居本地的蕃商和外地商人以及

定居海外的商人。隨妷時間的推移，蕃商和外地商

人逐漸當地化，與本地商人歸為一體,形成閩南海商

集團，成為中國海外華商經貿網路的重要組成部

分。中國海外華商經貿網路的肇基始於宋元時代，

到15世紀初基本形成，在17-18世紀經歷擴張和發展

而達到頂峰，從而形成一個以中國市場為中心，遍

及北起日本、中國大陸沿海地區、臺灣，南括東南

亞地區的東亞、東南亞商貿網絡。這個經貿網絡與

歐洲人的遠東經貿網絡互相交叉、利用和補充，構

成由歐洲人主導的東西方經貿網絡的組成部分。（11）

儘管福建在宋末元初的對外貿易規模已超過廣

州，但廣州海貿歷史悠久，經營海貿網絡時間更

長。在宋元到明初時期，閩南海商在中國海商網絡

中的影響力可能還不如廣東海商，至多在元末明初

與廣東海商各擅勝場。15世紀初在東爪哇杜板、新

村、蘇魯把益（Sarabaya，現蘇拉巴亞）和蘇門答

臘舊港等地皆有千人至數千人的華人聚居，其首領

和成員還是以廣東人為主。（12）

明代中後期至清代中期：

閩南海商主導海外貿易和移民

明代以降，泉州港逐漸淤塞，海舶難進，且明

初朝廷實行海禁，不許海上私商貿易，將海外貿易

集中於朝廷組織的朝貢貿易，宋元時期活躍的泉州

海上私商貿易迅速凋零。明初統治者懲治支持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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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目人，元代聚居泉州的數萬色目蕃商及其後裔

頓時星散，或逃離泉州，或隱名埋姓。由於明朝厲

行海禁，原有的通商港口悉被嚴查，中國海商將貨

物集散地、交易場所、倉儲、補給基地等轉移到沿

海小島與偏僻澳灣之處，形成從浙江至廣東沿海地

區的走私港網絡。泉州海商以安平港為基地從事走

私貿易，或多往漳州，參與當地活躍的走私貿易。

日本人、葡萄牙人和東南亞商人群趨這些走私港貿

易。漳州地區經濟文化較泉州相對落後，遠離福建

政治中心，不為朝廷官府矚目，沿海多偏僻港口，

又臨近走私猖獗的粵東地區，因此在嘉靖萬曆年

間，成為中國沿海走私貿易的中心區域。將外國商

船引到沿海走私港進行交易者多為閩南海商。嘉靖

年間，漳州商人水手最早將日本走私船引到泉州：

“有日本夷船數十隻，其間船主水梢，多是漳州亡

命，諳於土俗，不待勾引，直來圍頭、白沙等澳灣

泊。”（13）明中葉倭患熾烈，勾結倭寇最多者似為漳

州人。明末最先引來荷蘭人的也是漳州人李錦。（14）

這位將荷蘭人引到福建的李錦，即荷蘭東印度公司

檔案中的華商“En p'o”。他久居馬來半島的貿易重

地北大年，並曾在荷蘭居住，接受過荷蘭新教的洗

禮而成為教徒，荷蘭商人把他“當作是荷蘭人而不

是北大年人”（15）。

朝廷武力鎮壓走私貿易的結果是走私商人轉變

為海寇商人，中國海上私商貿易由隱蔽的走私貿易

轉為武裝對抗下的公開貿易，並以劫掠沿海地區作

為武力對抗手段。海寇商人因貿易、武裝聯盟等原

因而勾結倭人，即日本海上浪人和海商，聯合對抗

朝廷的高壓政策。東南沿海商民與海禁的長期鬥

爭，終於使朝廷認識到，海禁愈嚴，盜氛愈熾，軍

事鎮壓的鉅額開支使財政支拙的明朝政府不堪重

負。（16）而沿海地方督撫士紳基於守土或本地利益，

不斷上疏要求開放海禁。隆慶元年（1567），明朝

部分開放海禁。開禁地點即在偏遠的漳州月港，取

其月港遠離福建政治中心又是貿易繁盛之地。

月港成為中國海商唯一放洋港口對閩南海商主

導海外華商網絡有重大意義。如果說明代中期以後

以漳州人為中堅的閩南商人在中國東南沿海走私貿

易中，是暫時擁有相對優勢地位，月港開放則使閩

南商人在合法貿易中獨佔先機。月港開港時，正值

歐人東漸初期。歐人的遠東貿易是用白銀交換以香

料為中心的南洋熱帶產品和以絲綢為中心的中國商

品，而明代中國正開始以白銀為通貨，從而急需大

量白銀。掌控中國出口商品的閩南海商到日本、馬

尼拉、澳門、巴達維亞和擁有大量白銀的日本和歐

洲商人交易，使閩南海商成為明代後期輸入白銀的

最重要華商群體。尤其是最為有利可圖的對馬尼拉

貿易，幾乎為閩南海商獨擅。

月港貿易不但使漳州海商在明後期主導中國商

品的輸出和白銀的輸入，而且推動閩南的海外移

民。早期海外移民多為商販水手，主要服務於海外

華商網絡。明後期最重要的海外華人聚居地是長

崎、馬尼拉和巴達維亞。萬曆年間朱國禎的《涌幢

小品》載，“有劉鳳歧者言，自（萬曆）三十六年

到長崎島，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

千人矣。合諸島計之，約有二三萬人。”（17）長崎等

日本諸地的華商應主要是閩南人，泉州人李旦

（Andrea Ditt1es） 為華商首領之一。（18）另一閩南

人顏思齊亦是華商鉅擘，他們在長崎及周圍都糾集

了一批華商及華人居留者。1708年，日本幕府管理

唐人街的167名中文譯員中，有101名專門譯閩南

語。（19）17世紀初，馬尼拉華人近三萬人，絕大多數

是漳州人。閩人何喬遠記載，馬尼拉“其地邇閩，

閩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澗內者，其久賈以數

萬，間多削髮長子孫。”（20）巴達維亞的華人以閩南

籍為主，至少在60％左右。（21）

以漳州海商為主導的閩南海商集團在17世紀初

迅速衰落，泉州海商取而代之。漳州海商集團衰落

原因有三：一是菲律賓西班牙殖民政府對馬尼拉漳

州海商的屠殺。1603年，西班牙人對馬尼拉華人大

開殺戒，華人殉難者兩萬五千人，其中漳州海澄人

十居其八。（22）馬尼拉華商被屠，漳州籍海商元氣大

傷，這是其以後的地位被泉籍商人所取代的主要原

因之一；二是月港逐漸淤塞，作為明代後期中國私

商貿易中心的地位被廈門、安海等港取而代之。三

是泉州籍鄭芝龍、鄭成功父子以泉州安平為大本營

建構海上帝國，鄭氏主導的閩南海商集團以泉州籍

人為主，漳州籍人退而為輔。

17世紀初，遠東水域的中國海商集團雖經多次

分化組合，仍是諸雄並峙。在迅速打垮和收容其它

海盜集團後，鄭芝龍確立其在華商網絡中的領袖地

位，福建省沿海地區成為其獨立王國和牢固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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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1633年，在明朝支援下，鄭芝龍與荷蘭艦隊在

金門料羅灣決戰，擊敗了荷蘭艦隊。金門的勝利對

於中國海商集團具有重大意義。此役之後，“荷蘭

駐臺灣總督蒲羅曼以武力打開通向大陸的努力宣告

失敗，荷蘭人從此退出福建沿海”（23），臺灣海峽成

為鄭氏艦隊的內湖。鄭芝龍違禁開闢的對日貿易，

從此有了福建沿海地區這一穩定的貨源地和轉運中

心，確立了其與日本及與大陸沿海各地貿易中對荷

蘭人的優勢。鄭氏集團組構嚴密的國內外貿易網

絡，即著名的以金、木、水、火、土命名的陸上五

商和以仁、義、禮、智、信命名的海上五商。陸上五

商分佈於杭州及其附近地區，向公衙預支資本後負責

採購販運到海外的貨物，交付海上五商，再與公衙結

清賬目。駐廈門及附近地區的陸上五商接貨後，運往

海外銷售，返航後再與公衙結賬。鄭氏集團覆滅後，

其海陸商人想必定居當地，成為後來遍佈東南沿海地

區和東南亞的閩南人商貿網絡的組成部分。

1661年，鄭成功揮師進攻臺灣的荷蘭基地。在

被圍困七個月後，荷人主要基地熱蘭遮城堡正式向

鄭軍投降，荷蘭人撤出臺灣，也意味着退出南中國

海以北的貿易。以鄭氏集團為代表的華商網絡的優

勢進一步加強，而荷人丟失臺灣則成為其遠東擴張

的轉折點，從此走上衰落的道路。

鄭氏集團覆滅後，閩南海商獨步中國海外貿易

局面不復存在。然而，閩南商人依托廈門港和東南

亞華商網絡，仍能長期主導中國海外貿易。

清朝攻下臺灣的次年（1684），頒令開海貿

易。廈門作為福建唯一開放的口岸，被定為作為往

南洋貿易的官方發舶中心；廣東澳門則定為外國商

船來華貿易之地。（24）漳泉海商逐漸匯集於廈門。到

清代中期，廣東方面也允許海商出洋貿易，廈門獨

享發舶南洋的特權不復存在。

清代前期廈門作為往南洋的發舶中心，對鞏固

和擴展閩南人在海外華商網絡中的領先地位意義重

大。閩南地狹人稠，無廣闊經濟腹地，物產有限，

且與中國內地交通不便，成為中國沿海貿易中心的

物資條件遠遜於山東半島、江浙與兩廣。明中期以

後閩南人開始主導海外貿易，直至鄭氏時代閩南人

獨步海上貿易，實在是一系列因緣際會所致，所憑

藉的是閩南人無畏的冒險、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

和閩南偏遠地理位置，在朝廷對中國私商海外貿易

的普遍壓制的夾縫中發展起來。正如明代後期漳州

月港被定為中國帆船的發舶地造就了漳州海商的發

展機遇一樣，清初廈門被定為往南洋貿易的發舶地

使海禁開放以後，閩南商人能掌控發展海外貿易和

對外移民的先機，東南亞諸港，如“葛拉巴、三寶

壟、實力、馬辰、哧仔、暹羅、柔佛、六昆、宋居

嘮、丁家盧、宿務、蘇祿、柬埔（寨）、安南、呂

宋諸國”（25），都充斥妷閩南商販。18世紀以後，廣

東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為基地發展海外貿易，開

始活躍於東南亞各地。潮州人與閩南人都被稱為

“福佬”，是卓有聲望的造船工匠，他們將其造船

行當擴展到越南海岸和暹羅的阿瑜陀耶港。到18世

紀中期，潮州人開始以削價為手段與閩南人競爭，

在中暹大米貿易方面開始取代閩南人。（26）1757年，

清朝實行廣州一口貿易制度，所有外國商船僅許在

廣州停泊交易，清初常來廈門貿易的番船不得再抵

廈門。由於歐洲船能運來大量白銀，不能在廈門與

歐洲商船交易對廈門海商是較大損失。無論如何，

直到18世紀中期，從廈門出洋的船舶還大大多於廣

州（27），而當時廣州的貿易規模、人口數量、在中國

經濟、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遠遠超過廈門。

中國帆船從廈門發舶，也使早已地狹民稠的閩南

向東南亞移民活動遠較其它沿海省份便利。歐洲人在

東南亞開闢殖民地需要大批勞力，東南亞華商網絡的

擴大也需大量的輔助人員，而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

帆船是東南沿海人群移民海外的主要運輸工具。因

此，清代前期廈門作為官定發舶地，就使閩南海外移

民在清初就開始大規模進行。直到清代中期，到東南

亞的華人移民仍以閩南人居多。直到19世紀中期大規

模契約華工移民開始以前，除暹羅以外（28），南洋各

主要商埠的華人都以閩南人佔多數。（291）

閩南海商長期經營南北航運交通和商販貿易，也

可能由於鄭氏時代陸上五大商貿網絡的存留，清代閩

南海商在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江南沿海的商貿活動

仍相當活躍。廣東澳門與閩南淵源更深。由於明代中

期以來的走私貿易以漳州人最為活躍，與葡萄牙商人

的關係也較深，葡萄牙人在澳門開港後，閩南商人就

雲集澳門。鄭芝龍早年隨其在澳門經商的母舅黃程到

澳門，學習葡萄牙語並擔任通事。（30）從明末到19世

紀中期，閩南籍人在澳門一直很活躍。從澳門到廣州

的廣東十三行行商之一謝東裕，其祖籍就是閩南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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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在廣州的閩南籍商人地位更為顯赫。廣州一口貿

易制度實施以後，閩南商人資本與生意也隨之部分轉

移到廣州。乾嘉年間廣東十三行著名行商中，潘同文

（同文行）、任怡和（怡和行）、葉義成（義成

行）、潘麗泉（麗泉行）、謝東裕（東裕行）、黎資

元（資元行）各行俱閩籍，劉東生為徽籍，盧廣利、

梁天寶、易服泰、關福隆、黎屆成為粵籍，閩籍行商

全屬漳泉商人。（31）到鴉片戰爭以後上海一躍成為中

國最大貿易港，也有一部分閩籍商人從廣州和福建到

上海，繼續經營其對外貿易事業。

閩南商人的國內貿易網絡除表現在覆蓋地域的廣

闊性以外，還表現在於行業網絡優勢乃至行業壟斷

性。如在18世紀的外銷茶貿易上，閩南商人雖非產地

的商人，也非以外銷茶集散地的廣州為基地，卻能僅

以其在國內外貿易網絡中的優勢地位，組成外銷茶葉

生產、加工、販運、銷售的一條龍網絡，主導在18世

紀初-19世紀中期最為有利可圖的國際茶葉貿易。

閩南人長期壟斷對臺交通和移民。廈門作為17

世紀末以後近百年內唯一和臺灣對渡的港口和遠東

水域重要的貿易港之一，是臺灣貨物國際流通的轉

運港。對閩南移民而言，移居臺灣與移居東南亞並

無本質的不同。直到1789年設官渡以前，閩南人偷

渡臺灣者一直絡繹於途，是移民臺灣的主要方式之

一。到19世紀初，臺灣人口已達二百萬。在1884年

設省以前，臺灣在行政上一直受福建省管轄，居民

也絕大部分是閩南人及其後裔，區域文化特色與閩

南無異，是閩南人社會在海外的延伸。臺灣成為閩

南人主導的社會後，閩南人海外商貿活動如虎添

翼，形成更大規模的閩南方言群體。

閩南海商移民推動媽祖信仰的國際化

媽祖從民女到航海守護神女，先為福建沿海謀

海維生者所崇拜，繼而成為中國沿海乃至海外華人

社區頂禮膜拜的最重要神祇之一。歷代朝廷對媽祖

累加封贈，從夫人、妃、天妃逐步陞級，直至封為

天后，達女神之極。朝廷的推崇固然是媽祖信仰為

國人所接受的重要原因，但媽祖信仰在中國沿海地

區、內地商埠和海外華人社區迅速傳播的原因，則

與閩南商人的海外商務擴張有莫大關係。媽祖信仰

的傳播途經和範圍，大抵與11-19世紀閩南人的海外

貿易與移民的擴張過程相一致。

媽祖作為海神崇拜，與兩宋時期泉州港地位的

躍昇有密切關係。媽祖本福建莆田湄洲林氏女，死

後被稱為神女，顯靈於元佑元年（1086），受民間

建祠膜拜。宣和五年（1123），以庇護出使高麗之

功，朝廷賜“順濟”廟額，開朝廷封贈之先河。（32）

莆田原屬泉州，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始於泉州

游洋鎮置興化軍，並割莆田、仙遊等縣以屬之。（33）

莆田的媽祖被泉州人視為本地神祇，也為理當所

然。元代泉州為中國第一大港，閩南海商水手從泉

州發舶，出沒於風口浪尖，其足跡遍及東亞和印度

洋各港，作為航海守護神的媽祖，更成為其膜拜之

對象。元代加封媽祖時，屢次稱之為“泉州神

女”、“泉州海神”（34），足見媽祖與泉州的密切關

係，不但在於地域的淵源，而且因為泉州是當時中

國海外貿易的中心。

由元至明，隨妷閩南人的海外擴張及其在中國

海上貿易地位的增強，媽祖作為海上守護神的地位

也更加凸顯。福建海舶將祭祀媽祖作為出洋遠航儀

式，大小船舶多供奉媽祖神龕，“凡舶中來往，具

晝夜香火不絕。特命一人為司香，不他事事。舶主

每曉起，率眾頂禮。”（35）以閩南海商水手為主的福

建航海者不但在本籍、海上祭祀媽祖，也將媽祖祭

祀推展到其目的地。由於閩商在海外貿易的優勢地

位，從明末到18世紀中葉，閩南海外移民規模和數

量均居東南沿海各地首位。閩南海外移民仍奉媽祖

為守護神，媽祖崇拜成為海外華人社區的主要信

仰。中國南北沿海和東南亞各地所建的媽祖廟閣，

多為福建商人、尤其是閩南商人和移民所推動。（36）

媽祖信仰的效能不但在於能尋求共同的心理安慰，

而且共同的信仰有助於群體的溝通和互助。同時，

各地的天妃宮常成為群體聚會和議事的場所乃至同

鄉會館所在。其典型者如新加坡祭祀媽祖的天福

宮，同時也是福建會館所在地。在閩南商人和移民

熱衷於推動媽祖信仰的海外傳播的過程中，對媽祖

的崇拜已不單是尋求家鄉神祇的保佑，媽祖更被塑

造成為閩南人共同的信仰，通過共同祭祀媽祖建立

起統一的“神權”，並通過天妃宮的建造形成閩南

群體早期的異域聚會場所。誠如錢江博士認為：

“神權”的建立能加強“紳權”，從而實施對海外

鄉親的領導。（37）由於歷代朝廷對媽祖的推崇和閩南

商人在海上貿易與海外移民活動中長期所處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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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閩南商人和閩南海外移民的崇拜也為其它地

區的商人和移民所傚倣。媽祖不但成為中國沿海地

區崇拜的主要神衹之一，更成為海外華人社區的最

重要的崇拜神祇之一。

結　語

媽祖信仰地位的提昇固然受惠於歷代皇朝的封

贈，但媽祖崇拜在海內外傳播範圍之廣泛和地位之

崇高，則與宋元以後閩南海商集團的崛起有密切關

係。閩南海商水手和海外移民視媽祖為第一保護

神，凡閩南海商與閩南移民足跡所到之地，媽祖崇

拜隨之被及。對媽祖的崇拜已不單是尋求家鄉神祇

的保佑，媽祖更被塑造成為海外閩南人共同的信

仰，通過共同祭祀媽祖建立起統一的“神權”。明

初以降至18世紀中葉，閩南海商執海外華商網絡之

牛耳，主導中國海上貿易與海外移民數百年，閩南

人在貿易與移民的強勢地位也使其媽祖崇拜成為東

南沿海和海外華人社區的主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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